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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起源新议
 
李少军

摘 要:民国最早的部属师范学校之一、也是武汉大学前身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

末两湖师范学堂等为先驱;而1916年开办、成为武汉大学另一重要源头的武昌商业专门

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基础而成立。武汉大学实为清末张

之洞在湖北所办新式学堂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
关键词:武汉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两湖师范学堂;张之洞

围绕武汉大学的起源问题,学界内外有不少议论。从晚清民国新式教育发展的关联

性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兴味、值得探究的实例。故此,笔者在近日翻检相关中、日文史料的

基础上提出管见,尚祈同好指正。

一、对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基础的再认识

1913年设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武汉大学的前身,这一点已是人们的共识,但对

清末张之洞在武昌办学是否直接为该校的设立打下了基础,则是见仁见智。近日笔者重

读一则常见史料,即北洋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概况》(以下简称《概
况》),感觉其或可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故此,不惜多用些篇幅,将其摘录如下(文中的着

重号为引者所加):
民国元年
踿踿踿踿

,本部定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并拟定地点
踿踿踿踿踿

,酌设六校
踿踿踿踿

,除北京
踿踿踿

、武昌两
踿踿踿

校已经成立外
踿踿踿踿踿踿

,其余四校尚未能完全设置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然此项学校为全国师资之根本,故历经本

部竭力经营,虽按诸原来计划未竟厥功,而推行之程序及经过之情形固厘然可考……
(甲)处理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事项:
(一)应行收束者,如山东、河南、湖南、江西各省旧有之校,办法参差,难期实效,

且不在规定地点之内,已经部令一律停止。
(二)应行维持者,如南京、成都、广州各校,均在规定地点之内,仍准由省费继续

办理,俟国库稍裕再为接收。至直隶一校,本应停办,近查该省中学尚缺乏文史各科

教员,故亦暂准开办此项专修科。
(乙)整顿高等师范学校事项:
(一)改订北京高等师范课程标准……
(二)变通武昌高等师范分部规程。该校学科原分六部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继因附近各省中学教育多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未发达
踿踿踿

,中学教员往往不患所任学科之不专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而患所任学科之不多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特改历史地理部
踿踿踿踿踿踿踿

为国文史地部
踿踿踿踿踿踿

,改数学物理部为数学理化部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改博物部为博物地学部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藉合地方之情
踿踿踿踿踿踿

势
踿
,以养成适用之人材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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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筹备高等师范教育事项:
(一)陕西高等师范学校亟须早日成立,以为西北学子升学之地……
(丁)增设高等师范学校事项:
奉天省分原不在规定地点之内,因东三省地居边要,具有特别情形,应行增设,以储师资。

遂就奉天两级师范旧址改建一校,定名为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于七年十二月成立。①

如《概况》所言,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很快就对上下都高度重视的高等师范教育的推行

作出了部署,规定在北京、直隶(保定)、南京、武昌、成都、广州六地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这一史实原

本广为人知,但有一点却往往被忽视:教育部当时“规定地点”,并不是着眼于在全国均衡地发展高等师

范教育,因为在“规定”的六地中,武昌、南京、成都集中于长江流域,占了一半,此外就是京畿一带和广

州,不仅不涉及东北、西北、西南大部分省区,就连山东、浙江、福建和上海这些沿海省份、城市也不在“规
定地点”之内。对于如此安排,似可作出这样的解释:当时教育部因财力支绌,无法在多处同时开办高等

师范学校,而只能将此前已有较好办学基础之地作为“规定地点”。《概况》中还说,在六地开办高等师范

学校之后,另外一些地方将“旧有之校”改为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但教育部却以这些学校“办法参差,难期

实效”为由,“部令一律停止”。这表明,当时即使对源于“旧有之校”的省立师范学校,教育部认为基础条

件不好的,也不准办。由此不难想见,教育部在考虑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地点”时,只会对那

里的办学基础有更高的要求②。而从列入“规定地点”的六地来看,多数确为清末近代教育发展十分显

著的区域。学界的研究对此已有充分揭示,无需赘述。就武昌而言,从1890年张之洞开办两湖书院到

武昌起义爆发前,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积累已历时20来年,成效早已蜚声海内外。在清末新政中,师范教

育又得到张之洞的特别重视而在1902年后成为其办学的重点,于是,源于两湖书院的文高等学堂,就在

1904年被改为两湖师范学堂(后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它与民国初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大致相当。据日

本人在1909年作的调查,该学堂1年的经费投入为5万元,有学生480人、中日教习51人,经费、学生

和教习的数量都仅次于陆军特别小学堂;此外还有从两湖师范学堂分出的理科专修科学堂和博物专修

科学堂,1年的经费均为18000元,分别有学生114人、120人,中日教习18人、11人;至于方言学堂,1
年的经费为3万两,有学生200人、中国教习12人、英法德俄教习各1人③。这些学堂中,理科专修学

堂与方言学堂因经费困难而在1911年旧历二月被一同停办,其它都一直开办到武昌起义爆发。1912
年教育部将武昌纳入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地点”,与此前这里已有较好的高等师范教育基础

和相对较多的新式教育资源,当然是密不可分的。
再回到《概况》。其中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使在六所部属高等师范学校之间,直到1918年,也还存

在着很大差别,“除北京、武昌两校已经成立外,其余四校尚未能完全设置”,“按诸原来计划未竟厥功”。
也就是说,在教育部看来,取得了预期成效的只有“北京、武昌两校”。所以,教育部只将这两校作为进一

步完善的重点对象,而将其他学校作为“应行维持者”。这样看来,民国初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成绩领先

于同侪,是毋庸置疑的。但究其原因,既不在于这里环境比别处好,也不是由于其经费格外充足。实际情

况是,辛亥首义之后,武汉经历了十分惨烈的阳夏之役,其后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而办学经费则在清末就

已十分竭蹶,方言学堂和理科专修科学堂等被迫停办就是证明;在民国初年,恢复在战争中损毁市区的沉

重压力与军费的浩大开支,更使地方财政朝不保夕,不可能拿出多少钱支持办学。1918年《教育部公布全

国师范学校概况》中说:“查近两三年统计,各省师范教育费尚幸增者多而减者少,如皖、桂、川、浙四省岁增

四五万至六七万,鲁、赣、闽、豫、鄂、陕、甘诸省岁增三万或一二万,直隶、江苏且增至十万以上”④。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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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全国高等学校概况》明言,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开始强调在全国平衡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亟须开办陕西高等
师范学校之议、12月在沈阳开办此种学校之举。
见《送第234号·武昌各官立学堂現状報告ノ件》(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桥橘太郎1909年7月22日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伯爵)
列出的《武昌各官立学堂现状一览表》。该表显示陆军特别小学堂1年的经费是12万两,学生有1030人,中日德教习共有81人,
三个方面在各学堂中都居首位。此资料见于日本外务省外交事馆藏:外務省記録B-3-10-2-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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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所在的湖北省,民国初年在对师范教育投入有增长的省份中,位次是相当靠后的。由此不难看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所能得到的地方财力支持,远不及外省区绝大多数同类学校,它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

取得骄人的成绩的。这固然应归功于任事者的艰苦奋斗,但更离不开清末张之洞在武昌长期办学所打

下的相对深厚的基础。
笔者认为,这种基础对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之提供可直接沿用的场所和其

他有形的设施、资料①,更重要的是为其建立课程体系、展开教学作了较好的先期准备。试看1913年2
月《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的规定:“本科分为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

化学部、博物部”;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而各部开设的主干课

程,在国文部有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英语部则是在国文部课程的基础上多出英语及

英文学一门,历史地理部有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数学物理部与物理化学部同样

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图画、手工,只是数学课程的位次不同,博物部有植物学、动物学、
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农学、化学、图画。应该说,教育部规定本科各部要开设的上述主干课程,
绝大多数涉及在当时还属“新学”的学问,如无相应基础和资源,就无法较快开设,即使仓促开设,也不能

保证有良好的教学质量。而在武昌,如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博物、农学、人伦道德、文学、英语等外语、
历史、地理、天文、教育学、卫生学等课程,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年,就已由“两湖书院”、“矿务学

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湖北省师范学堂”等相继分别开设;而在1904年改“文高等学堂”为“两湖师

范学堂”后,伦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博物、中国文学、英语、历史、地理、教育、手工、体操等,都成

为该学堂及其分支学堂开设的课程。可见,民国初年教育部规定部属高等师范学校必须设立的主干课程,
此前在两湖师范学堂及其分支学堂大体上已经开设,同时在武昌还具有开设其他课程所能利用的资源。

总之,武昌在1912年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为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之地,该校能够较顺利地设

立各分部、较快建立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体系而展开教学,领先于同侪,都直接得力于清末张之洞在武昌

长期办学所打下的基础;而将较为集中地体现这种基础的两湖师范学堂视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先驱,
大概也不算牵强。

二、对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在民初率先筹办武汉大学的考察

作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驱的两湖师范学堂,在武昌起义之后停办了。今人似乎都不觉得该学堂

的人士与后来的武汉大学之间会有什么关系。但是,笔者看到的1916年5月16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

濑川浅之进致其外务大臣的报告,却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民国初年,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的人士率

先发起筹办武汉大学,他们与武汉大学有不解之缘。
兹将濑川浅之进报告(以下简称《濑川报告》)的译文揭示如下(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武昌应该设立公立武汉大学
踿踿踿踿踿踿

之议,湖北省教育界有关人士久已倡言,民国二年得到巡按使

批准,该大学创立事务处在武昌城内设立,以原两湖师范学堂教头马宙伯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周堂等作为核心人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物
踿
,筹划该大学创立事务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但经费问题还是很为难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然而到今年三月,当局批准该大学的经费

由湖北省从中央政府贷款150万元的利息和省内米税中支付。此次鉴于省财政困难的现状,
决定改变原先的计划,从经常经费中每年拨给

踿踿踿踿26000
元
踿
,当下按高等商业学校程度,在武昌三

道街原存古学堂的旧址创办,名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第一批学生报考时间截止于今年

六月十日,从八月开始上课。武汉大学创立事务所设在该商业学校之内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徐图进行
踿踿踿踿

。事务所所
踿踿踿踿

长之职由该校校长兼任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此外不另行支付事务所的费用。此事已由《湖北公报
踿踿踿踿

》发表。该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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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在武昌,因战争而停办的学堂不少,而之所以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于原方言学堂旧址,可能是由于这里交通条件好,符合
教育部将部属学校设于“交通较便之处”的要求。另外,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1912年9月6日在致其外务大臣的报告中,
依据“都督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9月3日的报道,称黎元洪要在都督府内开设“军事大学”(见《公信第32号·武漢情報送付
ノ件第60号》﹝1912年9月6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務省記録B-3-10-2-38)。对照中方记载,这所“军事大学”应该
就是在邻近都督府的方言学堂旧址开办的武昌军官学校。但随着黎元洪1913年12月赴京,该校不能继续办下去,其校址就直接
转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设立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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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是由前审计处总办王璟芳等在北京而原籍为湖北的有权势者十多人及湖北巡按使推举的汪

济舟(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革命事变时任湖北财政部长)。
《濑川报告》的基本内容,来自当时的湖北省政府所办报纸《湖北公报》①;濑川在其引言中说,内容

系调查所得;报告提及的王璟芳、汪济舟的情况都合乎实情,所言国立武昌商业学校的名称与地址也完全

准确。而在此之前,《申报》1915年8月29日第6版已有题为“武汉大学决定开办”的报道,内容如下:
黎副总统在鄂时,与刘心源、夏寿康、饶汉祥三前省长及湖北诸名人公同发起创办武汉大

学,以为共和发轫地之纪念。嗣因经费无着,兼之国立、省立成为问题,久未解决,致徒设筹办

处于官立法政学校。迄今三载,成立之声浪不绝于耳鼓,而根本上未得巩固,故频起频灭,鄂学

界之关心者已望眼欲穿矣。刻旅京官绅周树模、夏寿康等开最后会议,以办则从速组成,否则

即行消灭,勿再空悬此招牌,贻讥于乡人。于是众议佥同,决定维持方法,定名湖北省公立武汉

大学校,开办经常各费,则在交通部拨还鄂路米捐股百二十五万之国家债票息厘项下提用,此
款现存财政部,系以只准支取利息金办理地方公益为定案也。
大致在《濑川报告》发出前后,杭州的《教育周报》也作了题为“武汉大学始基”、与《濑川报告》内容相

当接近的报道:
武汉大学原为起义纪念,前已设立筹办处。因所指拨鄂路米捐股现存部中,未允拨充经

费,仅年拨息金二万六千元,不敷设立大学之用,议定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以树基础。大学

筹办事宜,则徐图进行。现商学校长一席,因无相当人员可派,已咨由鄂使与绅学界商妥,委汪

济舟充当。即以前存古学校为校舍。该筹办处附于该校,由校长兼办,以一事权而节经费。刻

已预备招生矣。②

以上三则中、日文史料,内容契合度很高,足见《濑川报告》有相当的可靠性,而《濑川报告》引人注目的

内容,则是凸显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作为“核心人物”发起筹办武汉大学③。下面,笔者就基于上述史料,辅
以其他档案文献、著述,对民国初年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发起筹办武汉大学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

首先,湖北省教育界有关人士倡办武汉大学的缘起。
《申报》的报道指出黎元洪等政界人物与“湖北诸名人”公同发起设立武汉大学,且和《教育周报》一

样,强调此事与纪念辛亥武昌首义的动机相关。这反映出此事有特定的政治因素,值得重视。但是,以
《湖北公报》的报道为依据的《濑川报告》,却突出强调“湖北教育界有关人士久已倡言”;而在该报告之前

的1914年4月3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的呈文,也提到“湖北武汉大学筹备处呈称:查武汉大

学前经士绅议定”云云,凸显出设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发起者是“士绅”。所以,笔者认为,民国初年由湖北

教育界有关人士发起筹办武汉大学也是确凿的事实。并且,探究此事的缘起,还不能离开民国初年教育

部重颁学制、将清末的“大学堂”改为“大学”的背景。
追溯起来,1904年清朝颁布的“癸卯学制”,已经将“大学堂”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并有

逐渐在“各省设立大学堂”的规划④。而对于兴办近代教育最为热心的张之洞,早在1902年5月,就将

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又称两湖大学堂)了,但他在“癸卯学制”颁布后,却因为师资等条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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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1866-1911》(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9页记曰:《湖北公报》
于1912年6月10日作为湖北军政府机关刊物发刊,以刊布湖北地方法令、章程为主要内容,所刊法令与正式公文有同等效力,按日
出版,1924年停刊。除该书所提及的1912年该报内容外,国内目前能看到1915年出版的该报,但1916年等年份的尚待查找。
佚 名:《武汉大学始基》,载《教育周报》1916年第127期,第18页。
武汉大学教授严清华等曾于2008年11月14日在《武汉大学报》第4版发表《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另一源头———国立武昌商科大
学》一文,指出原广东道尹王韬蓭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倡议以米厘公股设立武汉大学,认为这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早使用
“武汉大学”名称的创议,并推测这一倡议提出的时间大约是1912年或1913年。文中还写道:王的创议旋即得到曾任湖北省咨议
局议长和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时任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的汤化龙和曾任湖北省咨议局副议长、后任湖北省省长的夏寿康,以及
时任湖北省议会议长的王铁公等人的赞同。当时那笔款项实已归交通部掌握,幸赖王韬蓭全力争取,始答应拨该款之利息筹备
武汉大学。王韬蓭不久逝世,后赖汤化龙等人继起维持。延至1916年,王铁公乃召集同仁商定先设商业专门学校作为武汉大学
之基础。议成后即报教育部批准,决定设立国立商业专门学校于武昌。1916年9月,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三道街存古学堂
旧址宣告成立。根据当时的高等学校章程规定,学生全部学程为4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3年,修业期满,经考试合格,授予毕业
证书。学校开办当年共招收两个班计96名学生。此文所述情况可与拙文所引中、日文史料相互参证,值得参考。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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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认为当务之急是兴办师范学堂,而在1904年7月将两湖高等学堂改为两湖师范学堂①。清民鼎革后

成立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急于继续推进从清末就已开始的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为此而重颁学制,其中

的一环,就是于1912年10月24日、1913年1月12日先后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令》。就两令所规

定的大学相关制度来看,与“癸卯学制”基本一致,变化只是将“大学堂”改称“大学”、将“大学堂”的“通儒

院”改称“大学院”而已②。在此背景下,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而湖北教育界人士的

注意力显然也被《大学令》、《大学规程》所深深吸引,因而相当迅速地倡办武汉大学。而当时的湖北政界

人士正好乐得将此与纪念武昌首义联系起来、借以彰显本地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因而在1913年很快批

准了教育界的此种提议。由此,“武汉大学筹备处”也就得以在武昌的法政学校设立起来。从《申报》所
言“迄今三载,成立之声浪不绝于耳鼓”,“鄂学界之关心者已望眼欲穿”来看,湖北教育界人士对此事的

态度相当急切。受此推动,曾是湖北政界头面人物的汤化龙在担任教育总长之后,于1915年1月下旬

令教育部秘书毕惠康专程到湖北“调查武汉大学筹备事宜”③,而他本人后来还被“公推”负责草拟“武汉

大学”的“内部组织法”。
其次,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作为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的由来。
《濑川报告》明言他们是筹办的“核心人物”④,故倡言者中当然不可能没有他们,这是不言而喻的。

而《申报》的报道则称:1915年8月在京湖北籍官绅为设立武汉大学举行会议后,“校长一席闻有于张仲

炘、姚晋圻、时象晋、饶菽光四人中择聘之说,并闻姚最为有望”。查张仲炘与两湖师范学堂没有直接关

系,饶菽光的经历不明,但姚晋圻是光绪十八(1892)年进士,后为翰林院庶吉士,清末曾任两湖书院史学

教习及其院长、湖北省教育会会长、咨议局议员,1912年被公举为湖北省教育司首任司长,而同时任副

司长的李步青,则与时象晋同为原两湖师范总学堂的知名教习,时象晋在1913年又继姚晋圻之后做了

湖北教育司第二任司长⑤。据此笔者认为,两湖师范学堂人士在民初湖北教育界是占主导地位、威望最

高的;而《申报》所言准备“择聘”为武汉大学校长的人选中,至少有两位是原两湖师范学堂相关人士,且
姚晋圻呼声最高,也可印证《濑川报告》所言该学堂人士是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不虚。笔者认为,
这种情形决非偶然。如前面所述,教育部在1912年将武昌作为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地点”之
一,是充分考虑到清末武昌师范教育的水准与影响而作出的抉择,此举当然会使原两湖师范学堂的人士

大受鼓舞,他们早已在湖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也是理所当然。1911年8月2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

松村贞雄对其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发出的报告,或许有助于证明这一点。该报告称:剑桥、牛津等英美

大学久已酝酿在华中地区开办大学,该大学的“课程有外国语、欧洲古典、纯高等数学及应用理化学、医
学等,都按欧美大学的科目授课,只是要与清国的情况相适应、做些特别的取舍而已”;“约在3年以前,
英国方面的委员派出从一开始就最为热心的支持者LordWilliamCecil选定适于设立的场所,他在亲

身巡视各地之后,选定了此地(指武汉———引者),最终得到委员会同意”;“该大学命名为武汉大学,设立

的相关费用为25万英镑”;“该大学拟招收清国各官办高等学校及传教士开办的高等学校等的毕业生,
考生多半要接受与bachelorofart程度相当的入学考试”⑥。从这个报告可知,英美高等教育界在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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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皮明麻:《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108~110,114页。
孙宝琦、周自齐:《政府公报》第979号,1915年,第27页。
关于《濑川报告》所言直接出面筹办的原两湖师范学堂“教头”马宙伯、周堂:与日文“教头”对应的确切职名尚待查考。周堂的情
况尚不明了。马宙伯确有其人,目前所见相关记载,主要涉及他在民国初年充当共和党湖北支部的骨干、1917年以后做过较短时
间的宜昌海关监督、在此前后在武汉办报等经历。两湖师范学堂毕业生、在马宙伯1916年开办的《正义报》做记者兼编辑多年、深
得马宙伯倚重的蔡寄鸥,在晚年所写《武汉新闻史》中说:马是黄陂人,“为人手段敏捷,个性极强,具有世界眼光,关于政治和经济
的一切常识,也极其丰富”(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但马宙伯与两湖
师范学堂的具体关系,还需进一步查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蔡寄鸥还提到:辛亥首义后在武昌开办的影响甚大《中华民国公
报》,前后四任社长及职员都是原两湖师范学堂的毕业生,“有人说《中华民国公报》,完全是两湖同学会,这句话是合乎事实的”。
“湖北之有杂志社,自《教育杂志》社开始,继起的,还有《经济杂志》社……《教育杂志》社为两湖总师范同学所创办……《经济杂
志》社为理化专校同学所创办”(《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482、485-486页)。由此可见,民国初年武汉的报刊舆论、尤其是文教
方面的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相关人士主导的。这也可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充当倡
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的背景。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公信第194号·武漢大学設立計画ニ関シ報告ノ件》(1911年8月23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侯爵),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録B-3-1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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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对华中各地进行了长达3年的考察,于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认定武汉对于欧美模式的近代大学而言

是“适于设立的场所”,这里的官办高等学校与外国教会所办高等学校能够为这样的大学提供合格的生

源。而当时在总体上代表武昌官办学堂最高水准的原两湖师范学堂的人士,极有可能了解这一情况,因
而他们就有底气和自信充当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

第三,倡办人士将其希望设立的大学定名为“公立武汉大学”的原因。
清民鼎革后,湖北与湖南两省在行政上不再属同一疆吏所辖,故在武昌新设立大学自不宜仍用“两

湖”来命名。而以“湖北”来命名,原本最合情理,同时也有不少以省名来命名大学的实例。再者,如同此

地的部属高等师范学校冠以武昌之名那样,以“武昌”来命名,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而“武汉”这一名称,
虽然从晚清以来就由中外人士广为使用,但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成为法定的行政区域名称,以此命名

新设立的大学,在当时未免有奇异之感。但是,倡办人士还是选择了“武汉大学”这个名称。这与武昌起

义前夕英美人士紧锣密鼓筹备带教会大学色彩的“武汉大学”的动向,或许不无关系。
至于将武汉大学冠以“公立”,则明显反映出倡办人士要继承清末以来的官办传统。《申报》说得明

白:湖北人士倡办武汉大学之后,“国立、省立成为问题,久未解决”。笔者认为,这里大有缘故。就湖北

政界、教育界人士的初衷而言,无疑是向北京大学看齐,要使未来的武汉大学进入国立之列。后来作为

设立武汉大学第一步而成立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正式开办时定位国立,即为明证。但是,教育部最

初对于大学,并没有像对高等师范学校那样明确规定设立若干部属学校,实际上还无意改变清末只以京

师大学堂直属中央的布局。故此,即使在北京大学之后较早跻身国立大学之列的北洋、山西两所大学,
在民国之初也是“原系省立,自民国七年度起,经费由国库支给,乃改为国立”①。所以,要办国立武汉大

学,难度很大。1915年8月在京湖北籍官绅会议将筹办对象定名为“湖北省公立武汉大学”,所谓“湖北

省公立”语意含浑,且揆诸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无关于“公立”的规定,此语的出处是该部1912年10月

22日颁布的《专门学校令》②。如此定名的缘由是:他们依然寄望于国立而不想办成省立,但又没有把

握,于是就别出心裁,利用《专门学校令》对专门学校所作公立、私立的划分,移花接木,提出了“湖北省公

立武汉大学”这一富有弹性的名称。
第四,武汉大学设立迟滞的最大瓶颈。
开办“公立武汉大学”的提议最迟在1913年提出,并在这年得到湖北官方批准,然而,到1928年南

京国民政府决定正式设立国立武汉大学,距最初动议,竟耗去了15年光阴,令人不胜感慨。如果将武汉

大学设立迟滞归因于北洋政府对湖北的忽视乃至于打压,似乎并无实据。相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最早

作为部属学校设立,却能反映北洋政府对这里的重视。而充当北洋政府首任副总统、在袁世凯死后又继

任总统的黎元洪,还是最早倡言设立武汉大学的政界重要人物之一,更表明湖北就办教育来说在中央还

很有政治资源可用。实际上,《濑川报告》和《教育周报》讲到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人选的确定,都
指出了“在北京而原籍为湖北的有权势者”所起的作用。还应注意的是,1918年的《教育部公布全国大

学概况》说:当时中央“直辖专门学校设立在北京者四所,历年以来仍旧办理,民国五年增设武昌商业专

门学校一所”③。也就是说,直到1918年,全国共有中央“直辖专门学校”5所,其中4所在北京,而各省中

唯一的1所就是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离开政治因素,不能解释这种现象。
再看本节所列中、日文史料,三者对于武汉大学长时间处于筹备状态的原因所作的共同、唯一的解

释,就是“经费无着”。在此问题上,1914年4月13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的呈文,提供了目前

所见最确凿的证据,内称:“武汉大学前经士绅议定,以汉粤川铁路鄂省公股米捐项下共银一百三十三万

五千余两、又钱四十三万五千余串,充作大学基本金,以每年约得息金十三万余元为常年经费,以民元、
二年应得息金约二十六万元充开办及建筑校舍之用,以将来红润所得充改良之需。”这表明,由于湖北省

从一开始就不能指望以中央财政拨款来办武汉大学,故筹办者想以清末所募汉粤川铁路鄂省公股米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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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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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每年所得利息13万余元作为武汉大学的常年经费,且从1912年算起。但是,这一要求遭当时掌管此

款的交通部拒绝,国务总理孙宝琦、财政总长周自齐也表示这一要求“似与前清邮传部原案未符”,而只

同意“酌拨若干充武汉大学基本金”①。而《教育周报》的报道又言明:直到1916年,“所指拨鄂路米捐股

现存部中,未允拨充经费,仅年拨息金二万六千元”。对此数额,《濑川报告》的说法也完全一致。而将此

“年拨息金”与上面提到的1909年武昌几个学堂1年的经费相比,只相当于两湖师范学堂5万元的半数

稍多,也不及方言学堂的3万两,较之理科专修科学堂和博物专修科学堂的经费之和36000元,也还差

1万元之谱,确乎“不敷设立大学之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与湖北省如此恶劣的财政状况,正是使武汉

大学的设立长期迟滞的最大瓶颈。
第五,筹办人士的坚韧努力及对国立武汉大学的奠基之功。
从《濑川报告》和《教育周报》的报道可见,武汉大学的筹备机构从1913年设立,直到1916年5月依

然存在;并且,在这年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办以后,筹备机构的经费不再专门拨给,然而这个机构仍

没有取消,而在该校继续设置,并由其校长兼任负责人,足见筹办人士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概。如

此坚韧努力筹办一所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实在是值得赞颂的一笔。同时,对筹办人士的深

谋远虑也不可不察。面对巨大困难,他们决定变通计划,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先从具有大学性质但层

次稍低的专门学校办起,以树立更高层次的武汉大学的“基础”,“徐图进行”。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具有

可行性的最佳选择。另外,选择开办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也是有其渊源的:早在1893年,张之洞开办

自强学堂,就设有商务一门②;在1909年日本人所制《武昌各官办学堂一览表》中,也有商业学堂在内,
其1年的经费为17400元,当时有学生210人③。看来,筹办人士对于利用清末以来武昌的办学基础和

资源是有充分考虑的。同时,似乎可以认为,他们还要以此为设立由多学科组成的高层次武汉大学创造条

件。后来的历史告诉人们,尽管财力依然是相当不足,但立足于较深厚基础之上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还是站稳了脚跟,进而在1924年升格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旋被视为“中国中部有代表性的国立大学”④)。
众所周知,在1926年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组建、继而在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设立时,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是主

要基石之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武汉大学,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有不可磨灭的奠基之功。

三、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所得结论是:将武汉大学的起源追溯到清末张之洞在武昌开创的新式教育,是完全

合乎历史实际的。1912年教育部决定设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末的两湖师范学堂为先驱,不
仅利用了清末方言学堂的校址等设施与资料,而且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也得力于张之洞所办各学堂已

有的基础;1916年开办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的基

础历尽艰辛而成立,且利用了清末存古学堂的校址和从自强学堂开办以来积累的商科教育资源。而由

两校升格而来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后来汇聚到一起,就成了1926年组建国立武昌

中山大学、1928年开设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基石。史实证明;武汉大学是清末张之洞在湖北开创的新

式学堂在民国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这对于将晚清民国之间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视为一个

连续过程的认识,也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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